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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卖点
· 本书为蒋百里、杨杰二人合卷，蒋百里被誉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典型人物”，其战略素养的培养更多地不在军事之内，而在军事之外。杨杰则既是一个高瞻远瞩的理论家，又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践家，其战略思想既具理论前瞻性，又有现实可行性，是民国时期当之无愧的“军学泰斗”。 二人合享“北蒋南杨”之美誊。
· “蒋百里卷”围绕其军事思想和国防理论这一主线，完整收录其代表作《国防论》，并摘录其他著作，充分显示出他注重融合中国传统兵学和西方军事理论，深入研究对日作战问题，特别是在国防理论方面倡导“总体战”，在战略思想方面提出“持久战”，令人印象深刻。 

· “杨杰卷”选录其代表作《国防新论》等著作，并另收其他论文。其思想精华充分体现他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的爱国情怀。其对现代战争是全体性国力战思想的阐述，以及提出的“国防结晶体”和“人民的国防”等，是其思想亮点和理论创新点。
◆ 读者定位

1、 史学研究者
2、 历史爱好者
· 作者简介
蒋百里（1882—1938），名方震，浙江杭州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赴德国研习军事。历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陆军大学代理校长。追赠陆军上将军衔。在民国时期被誊为“天生兵学家”、“兵学泰斗”、“军事学之父”，并与杨杰合享“北蒋南杨”之美誊。代表作为《国防论》，另有《孙子浅说》、《军事常识》、《裁兵计画书》、《新兵制与新兵法》、《蒋百里抗战论文集》和《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等。 

杨杰（1889—1949），字耿光，云南大理人。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中央陆军大学校长，兼任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国防军备专门委员会委员等职。陆军上将军衔。国同情共产党，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他长期致力于国防问题和军事理论研究，代表作为《国防新论》，另有《孙武子》、《军事与国防》等。兼具军事理论家、军事指挥家、军事教育家、杰出爱国民主人士多种身份。
· 内容简介
本书为蒋百里、杨杰二人合卷。 

“蒋百里卷”围绕其军事思想和国防理论这一主线，完整收录其代表作《国防论》，摘录《孙子浅说》、《裁兵计画书》、《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另收《如何是义务民兵制？》、《速决与持久》等论文。其著述充分显示出他注重融合中国传统兵学和西方军事理论，深入研究对日作战问题，特别是在国防理论方面倡导“总体战”，在战略思想方面提出“持久战”，令人印象深刻。 

“杨杰卷”选录其代表作《国防新论》及《孙武子》、《军事与国防》等著作，另收《现代战争的特征》、《战争与文化》、《人民的国防》、《日寇失败的规律》等论文。其思想精华集中在《国防新论》和相关论文中，充分体现他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的爱国情怀。其对现代战争是全体性国力战思想的阐述，以及提出的“国防结晶体”和“人民的国防”等，是其思想亮点和理论创新点。
◆ 简要目录
导言 

蒋百里卷 

孙子浅说 

绪言 

计篇第一论军政与主德之关系 

作战篇第二论军政与财政之关系 

谋攻篇第三论军政与外交之关系 

形篇第四论军政与内政之关系 

势篇第五论奇正之妙用 

虚实篇第六论虚实之至理 

军争篇第七论普通战争之方略 

九变篇第八论临机应变之方略 

行军篇第九论行军之计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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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二十年前之国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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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言 

一、几个自然条件 

二、几段历史事迹 

三、明治大帝 

四、欧战 

五、固有的裂痕 

六、军人思想之变迁 

十、精神上的弱点 

一一、黄金时代过去了 

一二、结论物与人 

这本书的故事 

文章 

德国败战之诸因 

中国之新生命 

如何是义务民兵制？ 

蔡松坡《军事计画》跋 

考察义国空军建设之顺序与意见 

速决与持久 

抗战的基本观念 

抗战一年之前因与后果 

参谋官之品格问题 

“知”与“能” 

半年计划与十年计划 

蒋百里先生的最后意见 

蒋百里年谱简编 

杨杰卷 

国防新论 

第一篇战争与国防 

第二篇近代国防的型式及其组织 

第三篇如何建设中国国防 

孙武子 

第二章孙子的战争思想 

第三章孙子的国防思想 

第四章孙子的政治思想 

第五章孙子的外交思想 

第六章孙子的经济思想 

第九章总结 

军事与国防 

第一章总论 

第二章现代的国防 

第三章国防建设的方法 

第四章国防政策的决定 

第八章结论 

文章 

现代战争的特征 

战争与文化 

国防建设与建立现代化军备 

人民的国防 

西北与国防 

重工业与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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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研究军事学 

杨杰年谱简编
◆ 上架建议

历史
书摘
导言 

一 

蒋百里（1882—1938），名方震，以字行，晚年号澹宁，浙江杭州府海宁州硖石镇人。中国近代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国民党高级军事顾问。在近代有“天生兵学家”、“兵学泰斗”、“军事学之父”、“中国现代兵学开山祖”之称，又与杨杰合享“北蒋南杨”之美誉。1901年留学日本，4年后以全校之冠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1906年赴德国研习军事。1912年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1938年5月起代理陆军大学校长，11月，病逝于任上。追赠陆军上将军衔。 

蒋百里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以其卓越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教育成就闻名于世。他精通日、德、英、法四种外文，热切关注欧美和日本军事新技术、新理论、新制度，及时将相关书籍译出，在国内进行广泛传播和普及。他在中国传统兵学和西方军事理论之间进行沟通、融合，最终在古今中西之间构建起中国近代军事理论。他既注重对现实的应对，又致力于理论上的超越；既饱含民族热情，又富于科学理性。其主要著述有《孙子浅说》、《军事常识》、《裁兵计画书》、《国防论》、《新兵制与新兵法》、《蒋百里抗战论集》和《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硏究》等。代表作为《国防论》。其代表性学术观点是，在国防理论方面提出“总体战”，在战略思想方面提出对抗日“持久战”。 

（一）融合与超越：构建中国近代军事学 

蒋百里的突出贡献在于大量介绍近代西方军事理论，传播加强国防建设、抵御外来侵略的思想。20世纪前30年，中国军事学正处于新旧转轨之际，国人所了解的西方军事学还只限于军事技术的某些方面，对军事学术、军事理论、军事思想的研究还极薄弱。蒋百里致力于改变这种情况，在《孙子新释》、《孙子浅说》等著作中，开始以“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解读方式，沟通中国与西方的军事学。其所著《军事常识》、《国防论》等军事论著，则更加注重对西方军事科学与军事理论的翻译和介绍，推动了西方军事科学知识的传播普及，拓宽了中国近代军事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它从融合、传播走向构建和超越。 

蒋百里的《孙子新释》改变了宋元明清以来以校释为主的孙子学研究传统，不再过多地对原文进行校订和释义，转而注重对孙子思想原则的现代阐述。他大量引证战史和中西军事学理论，一方面印证孙子的思想，另一方面发挥孙子的兵学原理，开创了一种新的模式。在《孙子新释》中，他所引用的西方军事著作就有克劳塞维茨的《大战学理》（即《战争论》）、毛奇的《普法战史》和《普奥战史》，以及布鲁梅的《战略论》，并将这些军事论著的观点与《孙子》细加比较，致力于融会中西军事学说。 

为了把握东西方军事理论的精髓，蒋百里在对《孙子》的解读中，常常以西方多种军事理论观点进行比较研究，体现出广阔的学术视野。比如，他在“兵者，国之大事”后，附注毛奇和克劳塞维茨对于战争的见解，然后评论道：“兵之下即直接以‘国’字，则为《孙子》全书精神之所在，而毛奇之力辟个人欲望之说（指毛奇认为现代战争已经超出个人欲望成为国家之事——编者注），伯卢麦之一则曰国民，再则曰国家之目的，皆若为其（指《孙子》的‘兵者，国之大事’——编者注）批注矣，岂不异哉？”他还比较了多家关于战争的定义，择其精要而采之。毛奇的《普法战史》对战争的定义是：“今日之战争，国家之事，国民全体皆从事之，无一人一族可以幸免者。”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对战争的定义是：“战争者，国家于政略上欲屈敌之志以从我，不得已而所用之威力手段也。”布鲁梅的《战略论》对战争的解释是：“国民以欲遂行其国家之目的故，所用之威力行为，名曰战争。”他认为，三条注释中克劳塞维茨的解释最深刻明确，故采用这一条来注释战争。他说：“战争为政略冲突之结果，是为近世战之特性。”并举例说明1904年的日俄战争、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都是日俄和德英等国之间政略冲突的结果。 

参见蒋百里：《孙子新释》，第六篇，中国国防论之始祖。 

从蒋百里的军事学术历程看，无论是清末倾慕鼓吹军国主义，还是北洋时期对国民自卫和义务兵役制度的提倡，以及20世纪30年代以后对国防理论的创建，都非常注重对西方战史战例、军事学说的引介和研究。这贯穿于他的整个军事学术活动，也成为他军事思想不断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他对西方军事理论和军事科学的介绍，打破了自晚清以来中国军事学模仿日本和德国军事技术和军事体制的格局。自18、19世纪以来，法国、英国、美国、瑞士、意大利都形成了自己的军事理论和军事特色，世界军事科学开始了飞速发展。如果仅仅把眼光局限于日本与德国，难免狭隘，也不利于了解整个世界军事科学发展的趋势和其他国家先进的军事科学理论。蒋百里虽然在日本和德国学习军事，但他的关注范围并不囿于日、德，而是综合分析和研究世界上各种先进的军事理论与军事学说，博采所长，为我所用地介绍了法国军事家的理论与著述，介绍了瑞士和美国的义务兵役制，也介绍了意大利的空战理论。他根据普法战争的具体实际指出，普鲁士的佣兵制是最不经济的，而拿破仑的征兵制是最经济的，从而得出却隆霍斯脱确定的“义务兵役制”势在必行的结论。 

蒋百里注重揭示中国传统兵学与西方近代军事理论能够相融相通的基本精神和根本原理。约米尼说：“战争似乎与一千种因素有关。”军事学确实关系到大量复杂因素，但其中又蕴涵着最基本的可以把握住的因素。在蒋百里看来，《孙子》与西方近现代军事理论著作有最基本的相通之处，这就是它们都基于或符合科学精神。“即可见《孙子》之所谓天者，决非如寻常谈兵者之神秘说。” 

“后人乃有以孤虚旺相等说解天字，而兵学遂入神秘一门。神秘之说兴，而兵学晦矣。” 

蒋百里：《孙子新释》，第六篇，中国国防论之始祖。这就为中国传统兵学接受西方影响、实现自身近代化找到了内在的必然性。 

这种“以《孙子》原著十三篇为经，以东西洋之现代军事学为纬，冶于一炉，但仍以关于《孙子》之原则为主” 

吴鹤云：《孙子兵法新检讨》，凡例，上饶，战地图书出版社，1940。的新模式，正是近代中国军事学创新发展的重要取向，使得中国传统兵学在“温故”中得到西方军事学之“新”。对此，民国时期兵学研究者陈启天曾给予中肯的评价。他说：“民国初元，蒋方震首以现代兵学为《孙子》作新释，虽惜其书仅成第一篇，然从此为研究《孙子》者开一新途径，功殊不鲜。近年注释《孙子》之作，渐能温故知新者，殆多由蒋方震启之耳。” 

陈启天：《孙子兵法校释》，自序，上海，中华书局，1944。另一研究者陈华元也提到，蒋百里是“伪《司马法》著者、李靖、唐太宗后第四个真正明了《孙子》的人。……他的零散的偶然提到的说法均显露出真谛的所在，曾予本书以极大的暗示与助力。” 

陈华元：《孙子新诠》，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蒋百里在融合古今中西的基础上，着力构建中国的近代军事学。中国近代构建“独自兵学”的努力实际上自徐建寅在清末撰著《兵学新书》就已开始。但那时传入中国的西方军事学多限于军事技术和军事训练方面，因此《兵学新书》只吸收了西方军事学中偏重技术的内容，不能算是完整的近代兵学。到了民国时期，随着更多西方军事学理论的输入，经过与中国传统兵学的比较和融合之后，逐步具备了构建“独自兵学”的条件。蒋百里紧贴中国的国情，围绕中国国防的性质、目标、基础、道路等重大问题，把军事、政治、经济、人口、外交、历史、文化、哲学、道德、心理、教育等各种要素引入国防领域，初步构建起中国近代国防理论。 

参见吴仰湘：《蒋百里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他所撰写的《军事常识》体系较为完备，从形式到内容较为新颖，与此前众多的注释、汇辑、翻译类兵书相比，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军事常识》全书共八章，分别从政略与战略、国力与武力与兵力、义务兵役制、兵器、编制、教育和军政管理等方面，介绍西方各国、日本近代以来的军事理论和最近的军力情况，并结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加以论述。该书以其对西方近代军事理论成果的全面介绍、对西方军事思想观念的甄别吸收和对中国军队与国防建设的基本原理以及相应的军事制度所作的大致符合实际国情的完整规划，改变了中国近代长期没有自己的军事理论著作的落后状况，成为中国近代军事理论的重要奠基著作。此后，他撰写出版《国防论》，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近代军事学的构建，确立了自己“近代军事学的开山之祖”的学术地位。 

（二）倡导以自卫为目的、积极防御的新国防观 

蒋百里认为，国防因敌而设，练兵因敌而强，无论是国防还是军备都既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又要有鲜明的针对性。他在《政略与战略》说：“无兵而求战，是为至危；不求战而治兵，其祸尤为不可收拾也。练兵将以求战也，故先求敌而后练兵者，其兵强；先练兵而后求敌者，其兵弱。征之以中外古今之事，而可信者焉。” 

蒋百里：《国防论》，第四篇第一章，政略与战略（敌与兵）论战志之确定。 

蒋百里所处在的20世纪初年的中国，正是强敌入侵、风雨飘摇的时代，20世纪30年代日本全面侵华，军事和军事家站在了风口浪尖，承载着国家民族的命运。作为有强烈民族热情的军事理论家和战略家，蒋百里一方面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遭列强侵略的历史中深刻认识到国防的极端重要性，另一方面以十分敏锐的眼光审视中国国家安全环境，观察可能出现的威胁与挑战。根据当时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军事形势，他判定中国的主要敌国是日本，明确指出：“至于从中国现状言，吾侪所最感危险者，即邻近富于侵略性的国家。” 

同上书，第五篇第二章，军国主义之衰亡与中国。他把日本作为中国的第一假想敌，表现出对日本侵略的高度警惕。早在1922年，他就预想敌从东北来，估计中国军队将与之“作战于直隶平原” 

蒋百里：《裁兵计画书》，第二编第七章。。次年，他进一步预想，“将来对日作战，津浦、平汉两线必然被敌军占领，现代国防应以三阳为根据地，即洛阳、襄阳、衡阳”，估计日本侵略军将蹂躏江淮平原乃至江南广大地区。这一预言被后来事实证明非常准确。 

在应对外敌侵略方面，蒋百里在早年鼓吹过军国主义，但稍后即转而主张自卫国防。他认识到，战争是交战双方政略冲突的结果，政略是由国家根本利益、基本国策决定的，“故政略定而战略生焉，战略定而军队生焉” 

蒋百里：《军事常识》，第一章。。他提出，中国国防的基本方针，应当是实行“最适于自卫，最不适于侵略”的民兵制，“以自卫为根本原则，绝对排斥侵略主义” 

蒋百里：《国防论》，第五篇第一章，裁兵与国防。，建设积极防御型的国防。他宣布，中国绝不奉行侵略扩张政策，但会誓死自卫，抵抗侵略。强调国民当以全体互助之精神，保卫祖宗遗传之疆土。“是土也，我衣于是，我食于是，我居于是，我祖宗之坟墓在焉，妻子之田园在焉。苟欲夺此土者，则是夺我生也，则牺牲其生命与之宣战。” 

同上书，第五篇第二章，军国主义之衰亡与中国。 

（三）以总体性战争为核心的全体国防论 

在蒋百里看来，国防的手段和工具历来就多种多样，国防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问题，国家图存之道已经发展到了几乎无所不用的状况。战争的基本发展趋势是总体性特征不断强化，其作战领域远远超出武装斗争，经济、外交、文化、思想、心理等领域的作战，都成为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未来的战争不是‘军队打仗’，而是‘国民拼命’；不是一定短时间内的彼此冲突，而是长时间永久的彼此竞走。” 

蒋百里：《国防论》，第二篇第四章，张译鲁屯道夫《全民族战争论》序。准备和实施总体性战争（即全民族战争），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基本任务和要求。一切现代国家的国防虽然都以军备为中心，但没有一个国家只重军事力量而不顾其他。因此，中国也必须建全体性国防，以全体性国防打赢总体性战争。 

实行全民皆兵，进行全国动员。蒋百里认为，全体性国防首先就需要有强大的整体性国力。国力有三个元素，一为“人”，一为“物”，一为“组织”。他十分赞赏西方各国的全国皆战、全民皆兵。“有事之日，皆能倾其全国之力以从事于战争，可谓极人间之能事矣。” 

同上书，第四篇第二章，国力与武力与兵力。他大力倡导“军事生活与民事生活融成一片”的民兵制，要求在中国建立全民皆兵、寓兵于民的军队组织和国防制度，通过“即兵即民”制度实现军队与国民的密切结合，使护国之义务由全体国民共同承担，而不专责之于军人。他认为，要实行全民皆兵，就必须高度重视发挥国防组织的作用，形成强有力的国防动员体系。国防组织发达，无钱可以有钱，无人可以变为有人；相反，有钱可以变为无钱，有人可以变为无人。他把建立健全的国防组织视为中国国防的首要问题，通过组织建设提高国防管理能力和水平、实施国家总动员，借此把各种物质与精神的资源组织起来，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他还认为，政体和制度堪称国力综合体的“原动力”，应当大力改革政治，实行民主宪政和义务兵役制，使人民有参与政治之权利，也有保卫国家之义务，充分调动全体国民的国防积极性。 

建立“既能吃饭，又能打仗”的国防制度。蒋百里主张，在国防建设中要贯彻“生活条件和战斗条件一致”的原则，使国防建设与国民经济配合一致，实现协调发展。具体说来，就是使国防经费的投入向有利于国民产业的方向发展，把军用和民用结合起来，使“一个钱要发生二个以上的作用” 

同上书，导言第一种。，让国防开支发挥出最大效益。他认为，如果一块钱在四万万人中转一转，这一块钱就发生了四万万的作用，这样一方面可以带动国家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又可在一定程度上补救因国家贫穷无力从事大规模国防建设的问题。在具体的国防经济建设方面，他不反对举借外债以加快重工业建设，但强调要立足本国，主要依靠自己的人力、物力、财力。同时，要掌握先进的军事技术，重视新式武器的研制，争取站在世界的先进行列。从中国经济落后的状况出发，他还主张平时应把武器的研究与大量生产区别开来，研究唯恐落后，制造唯恐争先。粮食属于重要的战争潜力要素，战时的粮食充足供应对士气有着极大的关系，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稠密国家，农业务须求自足。国力之大小与国防交通发达程度关系至为密切，提高中国国防力，必须下大力改善国防交通布局。 

加强国防教育，建立强大的“精神国防”。蒋百里认为，无形的精神因素在战争中远较有形的物质因素重要。“国力者，人力之集也。国力之要素，以国民之体力、智力、道德力为主，而道德力之左右于武力则尤大。” 

蒋百里：《国防论》，第四篇，国力与武力与兵力。“二十世纪之国防责任，乃不在精练之兵，而在健全之民。” 

同上书，第五篇第二章，军国主义之衰亡与中国。他主张通过“文武合一”的办法提高国民与军队的素质，建议规定每个高中学生每年要接受两个月的军事训练，只有专门以上学校的毕业生才有担任军官的资格，从而达到兵民相通、寓兵于民的目的。对于军人，除进行军纪教育和军事知识教育外，还要特别提倡爱国主义教育，树立全军一贯的爱国心。 

（四）以战略持久为核心的对日作战指导思想 

蒋百里在判断日本是中国的主要敌对国家后，根据中日两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应当以战略持久战来指导对日战争。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他就明确提出，一旦中日双方爆发战争，“彼利急，我利缓；彼利合，我利分；彼以攻，我以守。此自然之形势而不可逆者也” 

同上书，第五篇第一章，裁兵与国防。。“我侪对敌人制胜之唯一方法，即是事事与之相反。彼利速战，我恃之以久，使其疲弊。” 

同上书，第五篇第二章，军国主义之衰亡与中国。他反复强调，在这场持久战中，中国人民“不打则已，打起来就得用拖的哲学”，“把敌人拖垮而后已” 

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184页，上海，中华书局，1948。。蒋百里所谓的“拖”，就是对日采取持久消耗战略。 

实行战略上的纵深防御，以空间换时间。蒋百里强调，对日作战“应以整个全体的局势着眼”，无须太关注一城一地之得失，在兵力部署上应坚持纵深防御，而不是采用一线制，使其不能集中兵力对我大举攻击。“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侪则置之第二线，使其一时有力无处用。” 

蒋百里：《国防论》，第五篇第二章，军国主义之衰亡与中国。他在1923年提出的决战“三阳”，就是典型的纵深防御。从地理上看，“三阳线”大致上是中国东部平原与西部山地的联结地带，按他的设想，只要固守此线，便能立足山川纵横、资源丰富的西部地区，与敌人展开持久消耗战。而敌人将在此线以东地区被迫分散，遭受损耗。蒋百里提出的持久战及“三阳线”决战的理论和构想，对蒋介石等产生了很大影响，并被采纳，成为中国对日作战的中心思想。1932年11月，蒋介石提出，强国之国防重边疆，取攻势；弱国之国防重核心，取守势。中国以弱对强，战时当努力经营长江流域，以掌握陇海铁路为第一要旨。1935年，蒋介石又决定未来的对日战略应将主要阵地放在长江以南与平汉铁路以西地区，以洛阳、襄阳、荆州、宜昌、常德作为抵抗日本侵略军的最后阵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的1936年《国防计划大纲草案》按照蒋介石的要求，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将其确定下来，作为中国政府抗日战争的中心战略。 

战略持久必须坚持坚韧，坚信能够取得最后胜利。蒋百里深入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性格后指出：“我国家根本之组织，不根据于贵族帝王，而根据于人民；我国民军事之天才，不发展于侵略霸占，而发展于自卫。”在历史上“利用国民自卫之心以卫国，而无不有成”。“我华族的抵抗力有三千年的培养、五百年的锻炼，根基深厚，无论世界上哪一族也比不过。”“这次抗战是三千年以前下的种子，经过了种种的培养，到现在才正当的发了芽，开了花，而将来还要结着世界上未曾有的美果。” 

蒋百里：《抗战一年之前因与后果》，1938年8月至9月撰写。他坚信，中华民族虽非以武力见长，民族历史不以武功著称，但却是世界上最富有抵抗力、自卫力的民族，绝不会亡在日本人的手里。所以，他公开宣称，对日作战“打不了，亦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要打。五年、八年、十年总坚持打下去，不论打到什么天地，穷尽输光不要紧，千千万万就是不要同他妥协，最后胜利定是我们的”。他还在《国防论》扉页上郑重题词：“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他在《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一文中，揭露日本人性急、短视和悲观的性格，以寓言形式告诫中国军民“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此文1938年8月在汉口《大公报》连载，顿时风靡全国，成为抗战的名言。 

战略上的防御，必须坚持战术上的攻势作战、机动作战。1938年，蒋百里写出了《速决与持久》这篇极富战略价值的论文。他说：“全民战争的痛苦是太深了，负担是太重了，所以政治家对于民众的要求虽为持久，军事家对国家的义务则取速决。”强调中国的抗日战争，战略上要持久，实际作战则必须“讲究速决之道”。并且认为，要“以持久为目的，须以速决为手段”，“不速则不久”。为了战略上能够持久，也为了作战上能够速决，他又提出“应以增加运动性为唯一条件”，“想法使军队的运动性增加”，大量进行运动战。他还主张开展游击战，在北方敌占区进行大规模的游击战，在南部及沿江沿海地区开展新式游击战。蒋百里对抗日战争进攻与防御、速决与持久等关系的较为辩证的论述，使持久战战略更加系统化、理论化。 

总之，文武兼备、独树一帜的蒋百里在史学、哲学、文学、艺术、外交等多领域视野下对军事学进行了聚焦和拓展，又紧贴中国实际对国防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形成了大致可以代表那个时代水平的国防理性认识。他被誉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典型人物”，像达•芬奇“那种根本意义上的才华横溢”。他清晰地向世界展示了战略素养的培养，更多地不在军事之内，而在军事之外。 

此次本卷所收文稿，除特别注明外，均依《蒋百里先生全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间加以校注。 

二 

杨杰（1889—1949），字耿光，云南大理人，陆军中将，加上将军衔。著名军事理论家、军事指挥家和军事教育家，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1907年被清政府选送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预备学校学习，1909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1911年回国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5月任沪军威武军第一团团长，授上校军衔。1913年任黔军团长、旅长。1914年任云南讲武堂骑兵科科长兼日语教官。其后投身护国战争，相继出任护国军支队长、纵队司令、军参谋长等职。1916年6月授中将。1917年任靖国联军第四军参谋长、靖国联军中央军总指挥兼泸州卫戍司令等职。1921年再次东渡日本，任云南留日陆军学生监督。旋自费考入日本陆军大学深造，学习中外战争史及有关历史、地理、战略、战术等方面知识，军事理论水平有很大提高，以全班第一名成绩毕业。1924年回国后先任职国民军，后转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总参议、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等职，参加北伐战争。1930年中原大战中，担任蒋介石的总参谋长。1932年1月任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兼中央陆军大学校长，后以蒋介石自任陆军大学校长而改任教育长。他目睹日军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加紧军事理论研究，力图变革军事现状，建设强大的国防以拯救民族危亡。1933年兼任国民政府国防军备专门委员会委员。1933年年底至1934年率团赴欧洲各国考察军事。1937年晋升陆军上将。1938年至1940年年初，任中华民国特命全权驻苏大使，积极争取苏联援助中国抗日军事物资。1940年回国后专注于国防问题和军事理论研究。1948年，与李济深等组织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因同情共产党，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1949年9月19日在香港被蒋介石亲自下令暗杀。 

主要军事著述有：《欧洲各国军事考察报告》、《国防新论》、《孙武子》、《军事与国防》、《现代战争》、《大军统帅学》、《战争抉要》、《国民军事必读手册》、《军事防空指导要领》等。其中，《国防新论》为其代表作。 

杨杰的军事著述汇编，见严则敬等主编：《杨杰将军文集》，全三册，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1。 

（一）宏大前瞻的战略视野 

与较为纯粹的军事理论家蒋百里不同，杨杰既有深厚的军事理论素养，又有丰富的军事实践经验。早在辛亥革命期间，杨杰就展露出过人的军事指挥才华。因战功卓著，年仅32岁即晋升中将军衔。但他高度重视理论深造，宁愿自降军衔考入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军事理论。另一方面，他又不囿于军事一科，而是广泛涉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方面的知识，因而在分析问题时具有宏大的战略视野和通盘考察的全局眼光，屡次对战局和战势作出准确预测和前瞻。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很多人都认为这只是一起偶然事件。当事人之一张学良在战后曾如此描述他当时的反应：“当时我没想到日军会那么蛮干，我以为他们绝不会这样做。我觉得日本是要以这种军事行动来挑拨我们，因此我下令不要抵抗。我希望和平解决这个事件。” 

［日］臼井胜美：《张学良与日本》，陈鹏仁译，117~119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4。杨杰则不仅敏锐地洞察到这并非“地方事件”，而且也不对“国联”抱有幻想，他坚决主张抵抗侵略。事后证明，九一八事变确实是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蓄谋已久的军事行动。 

在抗日战略上，杨杰曾提出在中苏边境布置重兵，挑拨日本和苏联发生战争，以及在南线克复广州，引导日军向南发展和英、美对立的宏大战略构思。虽然这一天才性的战略设想未能实现，但足以显示杨杰恢宏的战略视野。 

1933年年底，蒋介石派杨杰前往欧洲29国考察。回国后，杨杰撰写了《欧洲各国军事考察报告》，强调中国要大力加强重工业建设，实施以国防工业为重心的计划，否则世界战端一开，各国自顾不暇，敌军封锁我海岸，届时虽以万金不能求御敌之武器。杨杰还详细阐释航空母舰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以及中国需采取的应对措施，并提出中国应以空军配合海军进行近海防御的主张。需要注意的是，杨杰发表这一见解时，世界军事史上还没有任何有关航母的战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才开始首次使用航母作战。在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中，日本进一步展示了航空母舰的巨大威力。杨杰能够提前8年预测到日本对航空母舰的使用，并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不能不说具有远见卓识。 

1941年6月，希特勒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考虑到之前德国在不到一年内就相继占领了波兰、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和法国，多数人对苏联不抱乐观态度。果然，开战不久，苏联即接连受挫，丧失大片领土。开战3周后，复旦大学文摘社组织了“苏德战争”座谈会，杨杰应邀发表讲话。他一反众人对苏联的悲观态度，对苏德战争及德国的未来走向作出了惊人的准确预测。他不仅指出了“德国要完全打败苏联，力量不足” 

杨杰：《苏德战争谈话》（1941），载《文摘战时旬刊》第84、85号合刊附册，转引自杨德慧：《论杨杰〈评苏德战争〉》，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6)。，而且预测战争结局是1918年战争结局的“重演”，“希特勒或至自杀”。另一方面，他又谨慎指出，“整个消灭德国要作两年的打算”，英、美需要和苏联合作作战，并认为欧洲的新战场一定要产生，“解决日本是较后的事情”。后来的战争进程可以说几乎完全吻合杨杰的预测。 

1946年，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悍然发动了内战。蒋介石的总参谋长陈诚召集记者谈话，大放厥词：“国民党有足够的力量，只要3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击溃共军主力，5年完全肃清残余。”不久，《重庆日报》记者访问杨杰，要他对陈诚的讲话发表意见。杨杰说：“我没有多大见解，但我的看法，共产党有广大的群众基础，要3个月打垮主力，5年肃清是办不到的。我认为10年打不垮，百年肃不清。”日后的历史完全证明了杨杰的判断。 

（二）辩证超越的军事思想 

到20世纪40年代时，中国近代军事学人对西方各国重要的军事学理论都已有所掌握，如意大利杜黑的空军决战论，英国富勒的机械化战争论，美国马汉的海权论，德国希特勒的闪击战论，以及俄国基古勒的继续战略论等。唐子长的《抵抗的国防论》中提到的西方军事学论著就包括：拿破仑的《战争定理》（Maxims of War）、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若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Bernhardi的《今日之战争》（War of Today）、Hamley的《作战学》（Operation of War）、Handerson的《战争学》（Science of War）、恩格斯的《战争与军队》（War and Army）、福熙的《战争原则》、富勒的《战争科学的基础》（Foundations of the Science of War）、Maurice的《大不列颠战略》（British Strategy）等。由此可见，此时的中国军事学人在学理上已经作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但是，为了解决当时中国的国防问题，必须将西方军事学理论的一般性与中国实际情势的特殊性相结合才行。杨杰在《国防新论》中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适合生存竞争的需要，是国防的一般性；适合自身的需要，是国防的特殊性。缺少一般性的国防，名之曰‘落伍的国防’；缺少特殊性的国防，名之曰‘盲目的国防’。” 

杨杰：《国防新论》，41页，上海，中华书局，1946。以下未特别注明的，均为该版本。杨杰对于新兵学的时代性亦有清醒的认识：“《国防新论》产生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最高阶段社会主义国家业已抬头的今天，它所反映的是农业机械化和工业电气化的时代。因此，在观点上以及内容上，《国防新论》与孙子和克劳塞维兹的著作是不同的。它所以较《孙子兵法》和克氏《战争论》为进步，完全是社会进步所产生的结果。” 

同上书，3页。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杨杰大胆对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著名论断进行了创新。杨杰的创新首先得力于鲁登道夫。鲁登道夫第一个公开反对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从属于政治的观点。他认为：“战争的本质发生了变化，政治的本质也发生变化，政治与战争的关系也将随之发生变化。克劳塞维茨的全部理论应被推翻。战争和政治服务于民族的生存，但战争是民族生存意志的最高体现，因此，政治应为作战服务。” 

\[德\]鲁登道夫：《总体战》，戴耀先译，11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在克劳塞维茨和鲁登道夫两种对立观点的启发下，杨杰首先指出克劳塞维茨的观点不适应时代需要了：“全国总动员的战争观念，把克劳茨维兹的原理颠倒过来了。‘战争是用着政治手段以外的政治的继续’，已经是落伍的说法，政治不过是用另外一种方法来继续上次战争并准备新战争的手段罢了。政治应当配合战争。” 

杨杰：《国防新论》，77页。“‘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句话不能够解释现实，‘政治本身就是战争的一种手段或战前的另一侧面’才是客观的真理。” 

同上书，100页。 

然后，杨杰又指出鲁登道夫的观点也是片面之论，并给出了更加全面的论断：“克劳茨维兹和鲁登道夫都没有把握住战争的全部真理，他们两个人的见解，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人看来，全是一偏之论。根本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都是国防组织的一种元素，都是民族生活的一种方式。它们互相隶属，互相渗透。……在战争爆发之前，政治组织决定军事组织，可以说军事附属于政治。等到战争爆发以后……政治组织必须适应军事的需要，把平时组织变为战时组织，可以说政治附属于军事。” 

同上书，287~288页。 

在主权遭到敌国威胁，国内又并存多个政权的情况下，一致对外抗战是最高目的，这个目的即可以看做最高的政治目的，也可以认为是战争目的。国内政权各自的政治目的都应服务于这个最高目的，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应服从于战争。可见，杨杰的观点是符合当时中国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积极抗战救亡图存的客观实际的，是应时代需要而作的重大理论创新。 

另一方面，杨杰的战争—政治观也可以看做对孙子战争—政治观的继承和发展。在孙子那里，战争和政治是互为手段和目的的，没有谁决定谁的问题。孔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实际上是让政治服务于军事，其思想基础是泛战争观（政治也是一种战争手段）。尽管杨杰本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中国古代兵学思想中把政治、经济、军事等都看做相互关联（不是单向决定）的有机观点无疑潜在地影响了他。 

考虑到杨杰曾出使苏联，其思想可能也受了苏联军事学的影响。苏联一些军事学家也公开挑战克劳塞维茨的观点。例如，苏军元帅图哈切夫斯基认为，在国内战争的过程中，政治不能干预战略，并断言政治只影响战争的准备阶段，而在战争过程中应从属于战略。另一位苏军将领彼德罗夫斯基则声称：“接受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继续的公式是一个重大的错误。” 

夏征难：《“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论述的历史演进》（上），载《军事历史研究》，2003(2)。 

（三）系统科学的国防理论 

众所周知，蒋百里被誉为“中国近代军事学的开山之祖”，其《国防论》是中国近代军事学的经典之作，成为中国近代军事学的里程碑式的军事著作。然而，《国防论》并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逻辑严密的系统专著，而更像是一本论文集，这从该书目录中不难看出。因此，此时的中国军事学尽管有独立的思想，却没有系统的理论。中国独自军事学的系统化是到杨杰的《国防新论》才初步形成的。 

学术的系统化首先表现在对概念的界定上。蒋百里的《国防论》虽名为“国防论”，却并未对“国防”一词给出界定。杨杰的《国防新论》则自觉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作者特别强调：“在研究一个问题的时候，首先应该对于自己所研究或阐明的主题，给它一个明确的界说或概念。” 

尽管作者认为下定义很难，但仍“感觉到有给‘国防’下一个定义的必要” 

杨杰：《国防新论》，9页。。 

蒋百里的《国防论》各章之间是松散的平行结构，相互之间没有明显的逻辑关联。杨杰的《国防新论》则按照“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将其理论体系分为三个部分，分别论述了一般国防理论、现代国防的形式和组织以及建设中国国防的方略，体现了从一般到特殊、从理论到应用的逻辑顺序，因此杨杰说他的《国防新论》“是一本国防科学ABC”杨杰：《国防新论》，三版自序。 

。 

杨杰还明确区分了军事学与国防科学。他认为：“国防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科学，它脱胎于军事科学，却和军事科学两样。它是综合一切科学的科学，将一切科学组织起来，为达到国家生存发展的目的而协同动作。而军事科学的任务是在发展战争理论，研究战术战略。” 

这里，杨杰认识到了国防科学与军事科学在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上的不同。杨杰对国防科学的认识主要受德国军事学家班斯的影响。杨杰引用班斯的话写道：“国防科学并不就是军事科学。它并不教导将领们如何打仗，也不教导军官如何训练新兵。它的课程，首先最要紧的是讲给全体人民听。它的目的在训练群众具有英雄和战斗的心理，使他们了解近代战争的性质和先决条件。” 

杨杰：《国防新论》，三版自序。 

在系统科学的国防理论武装下，杨杰对《孙子兵法》的解读也比前人显得更加系统全面，也更具超越性。尽管蒋百里的《孙子新释》开创了以西方军事学理论诠释中国兵学经典的研究范式，但仍然是“我注六经”的传统模式，以《孙子》的原始文本为主，以“我”的现代解读为辅。杨杰的《孙武子》则跳出了“我注六经”的传统模式，在“我注六经”的同时也不忘“六经注我”。所谓“六经注我”，就是以“我”的思想脉络为主，《孙子》的原始文本反而成了“我”的思想和理论的注释。这从杨杰的《孙武子》的目录即可窥一斑： 

第一章孙子的一生 

第二章孙子的战争思想 

第三章孙子的国防思想 

第四章孙子的政治思想 

第五章孙子的外交思想 

第六章孙子的经济思想 

第七章孙子的战术思想 

第八章孙子的组织思想 

同时期甚至稍后的民国《孙子》研究著作（例如李浴日的《孙子新研究》）多采用《孙子》原本的篇章结构，在此结构的基础上注释发挥。而杨杰的《孙武子》则完全采用了自己的国防理论框架，以自己建立的理论框架为依托，在阐释《孙子》的同时也阐发自己的军事思想和国防理论。尽管这种“六经注我”的模式现在看来已稀松平常，但在当时却是大大超越前人之举。 

也正是在系统科学的国防理论的指导下，杨杰主张设立国防大学以代替陆军大学。他认为：“现在的战争，不是兵与兵的战争，而是国与国的战争，是交战国国力的总决赛。” 

杨杰：《国防新论》，61页。由于现代战争是一体性的战争，各兵种要协同作战，因此陆军大学已担负不了这样复杂的任务，必须代之以国防大学。 

（四）以持久战为核心的战略战术思想 

杨杰认为，中国处于被日本侵略的地位，而且国力特别是军事技术水平不如日本，中国的国防属于战略防御性的守势国防，必须立足于持久战。他基于“现代的战争是全体性的国力战”的根本原理，坚持持久战的关键在于平时积蓄“战争潜力”，并把潜力解释为人力、物力、工业的生产力加入军事组织并在战争中发生效用的全部力量。他说，中国有丰富的资源，有庞大的人力后备，如能运用科学的力量把中国由农业国推上工业化的道路，中国的巨大战争潜力就能发掘出来。而拥有巨大潜力，一旦遭敌突然袭击，只要初期能支持得住，拖得时间久了，抓住有利时机转入反攻，就会由被动转为主动。他强调，要充分利用中国的战略空间，以空间换时间，实现力量对比的转换。认为只要这样，中国就一定会愈战愈强，而日本则愈战愈弱，最后胜利必属于中国。 

为了有效支撑战略持久作战，他提出要建立稳固的后方战略基地（亦称“国防中心”）。认为在当时条件下，中国的国防建设中心地应当是四川。四川有“天府之国”之称，物产丰饶，东接湖北，西通康藏，北濒陕甘，南扼滇贵，四周高山环抱，江流湍急，这种天险的形势，极利于采取守势国防。提出要依托四川奠定国防基础，再来驱逐敌人收复失地。 

杨杰强调，战略进（反）攻必须慎之于始，切不可打无准备之仗。而在行动上又必须迅速突然，快速集中，快速展开，从时间上不给敌以喘息之机。战略的运用，要“注重在机动性的发挥和适应” 

杨杰：《国防新论》，见《杨杰将军文集》（一），245页。，强调要“以动制动”。 

在攻防作战基本战术上，杨杰强调进攻应用优势之兵力和优势之火力，选择敌之弱点而攻击，至少有正、侧两面攻击，兵力充足时应采用包围迂回战法。防御作战应利用时机，变更防御，而转为攻击。反对“徒博战胜之名”的击溃战，主张举强敌而尽歼灭之的歼灭战。他具体论述了战术应用的三种情况：在优势兵力情况下，必须用全力压迫敌人，以求速战速决；在均势兵力情况下，必须争取决战地点和决战时间的优势，以博得胜利，可以速则速，可以久则久；在劣势兵力情况下，必须保全实力，逃避决战，用拖的办法，赢得一段时间，使劣势拖成均势，均势转为优势，再予敌人以致命的打击。就作战理论而言，杨杰明显超出了蒋百里的有关认识，体现了他更具军事实践家的特色。 

杨杰既是一位高瞻远瞩的理论家，又是一位脚踏实地的实践家，其战略思想既具理论前瞻性，又有现实可行性，是民国时期当之无愧的“军学泰斗”。 

全书需要说明的是： 

本书所收文稿中凡属明显错字，以〔〕内之字改正之；明显脱字，以〈〉内之字补充之。   [image: image5.jpg]@/ NN S 1T




[image: image2.png]


[image: image3.jpg]


[image: image4.jpg]









学术沃土 思想摇篮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www.crup.com.cn

